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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全面阐述中国法律史的全貌

  《中国法律史》一书以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替为主要线

索，以现代法学部门法的基本分类为基础架构，比较全面、准

确地阐述了中国法律史的全貌、发展进程及演变规律，科学地

区分传统法律的精华与糟粕，揭示和展现中华传统法制和法律

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全书分为十六章，从夏、商、周法律一直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法制建设，既突出了中国法

律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逻辑，又重点叙述和分析了各个断代

法律历史的细节和特质。力图为本书的使用者提供更为丰富的

法律史知识。

  本书内容全面，体系完整，观点权威，吸收了中国法律史学

研究的诸多最新理论成果，并结合教学实践中提供的经验和问

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更臻于成熟，有

利于充分发挥其在该学科教学研究中的价值。

记录一位民法专家的法陌履痕

  《法陌履痕》是民法专家杨立新自选集，收入其人生不同时

段随笔96篇。以“民法牛七十而立”开篇，记录作者人生旅程的主

要站点，以身边的人、事、物为线索，从20世纪50年代东北小城通

化为起点；60年代上中学；70年代上山下乡，参军，转业进入法院

工作；80年代恶补法律专业知识。记述了一个民法学家成长的真

实经历。特别是由通化到北京，到烟台又到北京；由边城法院到

最高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全书对随时空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都有翔实描写，在宏

观上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法治建设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本书

不乏对社会现状有感而发，提出了认真向学，自我品德修养以及

对法律职业的现实思考，反映了高尚的职业追求，忠于国家、忠

于司法的良知。充满人文情怀，有热度，有强烈的感染力。

基层法官职业发展的心路历程

  《法官的自我修养》是一位基层民事法官对自己十余年法院

工作日常的记录，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载了其在基层法院的工

作经历，记录了职业发展的心路历程，讲述了承办过的经典案

件，提炼了从事审判工作的经验技巧，分享了作者对于法院乃至

法律职业群体的细致观察。全书语言诙谐幽默，文笔流畅，对法

庭故事的描述扣人心弦。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法院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法官都

在忙什么”“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法院教会我们什么”和“我们

都是法律人”。标题和文字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作者作为从

业多年的法院人，曾辗转法院多个庭室工作，对法院各部门的

特点、法官的日常工作、庭审技巧、案件背后的故事、法官与律

师和检察官的不同等，有较深的了解和实践感受。叙述生动，

感情真挚。

透过法官角色观察美国司法

  《波斯纳》是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的传记。波斯纳法官是当

代法律界的传奇，集法官、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他，已

写就50多部著作、300多篇论文和3300多份判决，是美国著作引证

率第一的法学家，也是美国判决引证率第一的上诉审法官，是法

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

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一个人的智库”之

称；他的法律学术和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法律。

  本书对波斯纳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严肃学者和公共知识

分子三重角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我们理解波斯纳以及透过

波斯纳来观察美国司法制度、美国法学生态以及社会文化潮流

很有帮助。实际上，如果不引入一种对应于这三种角色的复合视

角，我们便很难理解他学术作品中凸显的行为主义方法与司法

判词中时常表现出的“法教义学”取向之间的张力。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朱绍侯先生在去年7月

23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我历来认为，对于导师

的最好悼念方式，莫过于继承发展其学术思想。经

过几个月的思索，我发现朱先生关于古代军功爵

制的研究，迄今仍未被法史学界重视，有关法史教

材、论著对此都未提及，对此我深感遗憾。所以然

者何？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

会过渡时期，秦朝是封建社会确立时期（当然这里

所言的封建社会不仅与周朝“封建”即分封含义不

同，亦与西欧中世纪多有不同），中华法系奠基于

此，那么，这个时期的大变革以什么为标志呢？目

前教材多以战国时期一系列“变法”事件为标志，

但“变法”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只有这个“核

心”才能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这个“核心”应该就

是朱先生提出的“军功爵制”，这一新生制度埋葬

了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奴隶主阶级，催生

了依靠军功起家、任人唯功行赏的第一代地主阶

级，创造了中华法系初期的法家化法典。朱先生的

军功爵制研究为我们找到了春秋战国之变的

密码。

  军功爵制是继西周，公、侯、伯、子、男五等

爵制之后而出现的新制度。它产生于春秋，确立

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舞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

历史作用。《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后汉书》等史书都有所反映。但是自东汉以

后，由于军功爵制除侯爵（包括列侯、关内侯、乡

侯、亭侯、关中侯）之外，已逐渐失去实际作用，

流于形式，而趋于衰亡。因此，后人对于军功爵

制亦不知其来龙去脉。有人甚至把春秋战国出

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的诸侯分封制混为一谈。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包括法制史在内的有关中

国古代史论著虽然偶尔提到战国秦汉时的赐爵

制等问题，然而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和衰

亡的全部过程，对于军功爵制的阶级属性、历史

作用则缺乏明确的解释和分析。日本学者西嶋

定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

二十等爵制的研究》对军功爵制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研究探讨，但是该书直到2017年才在大陆出

版。而且西嶋定生先生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偏重

于探源与考证，对军功爵制的性质、作用和历史

地位分析不多。因此，军功爵制长期成为被法史

学界遗忘的角落。

  周朝曾有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公、侯、

伯、子、男爵制，即《礼记·王制》里所说的“王者之

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的五等爵制。郭

沫若先生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一文中，根

据周代彝器铭文对五等爵制作了细致的考证，认

为“公侯伯实乃国君之通称”，不存在《孟子》《王

制》说的那样整齐划一的等级差别。我以为郭沫若

否认五等爵制的等级差别，并不是否认周代有过

这种封爵制度。根据鲁史《春秋》考察，在周代的地

方诸侯中，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称。在《春

秋会要》“世系”条中，除周以外包括四裔共收有大

小国家一百七十四个，其中公爵有四，侯爵二十

五，伯爵二十一，子爵三十七，男爵三，附庸六。爵

称不明的七十八，不管这五种爵称之间有没有严

格的等级差别，周代确实存在过公、侯、伯、子、男

的封爵制是无可怀疑的。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军功爵制与周朝的五

等爵制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周朝五等爵制建

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奉行的是“亲亲、尊尊”

原则。“亲亲、尊尊”的含义是：要亲近有血缘关系

和姻亲关系的亲属，尊重在尊位的人，周朝虽然

也有按功行赏习惯，但它把按功行赏的范围局限

于宗亲和姻亲贵族范围之内，不“恩泽”于庶人，

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在春秋战国的

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

疏，不殊贵贱”“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

要标准，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

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

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如果说

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

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

件。《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

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

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第二，周朝的

五等爵制是一种世袭制度，而春秋战国的军功爵

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

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它废除了贵族世卿世禄制

度，建立了新的依靠官俸生存、随时可以任免的

官僚制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

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

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从而开启秦汉以

后的“布衣将相之局”。

  通过朱先生的研究，我们得以知道，军功爵

制是战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创新，它是地主阶级摧

毁西周贵族世袭五等爵制、让平民百姓登上历史

舞台的一把利剑。但到了汉代，军功爵制逐渐变

质，先把二十等爵分为四大等级，军功爵制由最

初的反对世袭，逐渐允许世袭。之后分出官爵与

民爵，保护高爵既得利益的取向更加明显。西汉

中期以后，军功爵制已趋轻滥。刘秀重建汉朝政

权之后，虽恢复了军功爵制，但没有改变衰亡的

趋势。东汉末年因外戚、宦官专政出现党锢之祸，

已不能按军功爵制进行赏赐。在曹操控制汉政府

时，中原的经济已被摧毁，再无力支付高爵的封

赏，故改革爵制，废除军功爵制，建立以虚封为主

的六等爵，而把不需浪费财力的荣誉头衔的民爵

八级保留下来，而且延续了569年。

  一项废除以宗法分封制为基础的五等爵制、

代之以打破门第出身为基础的军功爵制的法制

创新，更换了一个时代；但由于没有对军功爵制

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又使这一制度陈旧落伍，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历史就是这样有喜

怒交集地表演。

□ 余定宇

  “于家村”之所以蜚声海内，是因为该村百

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的

后代。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役”中兵败被俘，是于

谦坚决反对“迁都”，并亲自指挥了“北京保卫

战”，逼使蒙古瓦剌军队送还了英宗等俘虏。但

英宗回到京城后，却发动“东门之变”，并以“谋

逆”之罪判决于谦“弃市”。

  于谦18岁时曾作一诗《石灰吟》，诗曰：“千

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蒙难后，其妻儿或被

流放边疆，或是下落不明，其遗骸被同僚安葬在

杭州西湖岳飞墓的附近。世人皆以为此诗已成

为于谦的千古绝唱。但岂料，五百多年之后，在

“太行八陉”旁边的一个石头村里，却传出了此

地还聚居着于谦后代1600多人的好消息。这个

消息在当时震动了中国的史学界。

  相传此村的创始人是于谦的长孙于有道及

其三弟于南道。五百多年前，于谦被害后，其家

属流散四方，其中，于有道两兄弟逃到了太行山

深处。后来，两兄弟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用石

头盖起了四间房屋，垒起了几块梯田，开始定居

下来。几经风雨沧桑，他们世世代代“就地取

材”，用山上的乱石筑造房屋、铺设道路、修整梯

田和凿制生活用具，从而，在这个名副其实的

“石头村”里，抒写着一部如石头般朴实、坚强的

生存史诗。石头村中有一座“博物馆”，而这博物

馆里的“镇馆之宝”，是在别处从未见过的、三十

多面石碑上刻着的“村规民约”。

  考“村规民约”之风的兴起，是以明太祖朱元

璋“乡村普法”运动时期为开端、而以于谦被平反

的成化、弘治年间为盛。太行山的东麓，由于地势

高亢、溪流稀少，因而大多干旱缺水。于家村的先

民在建村之初，主要靠在山上开挖水池、蓄积雨水

来解决用水问题。据说，明成化年间（即明中期），

于家村的先民们便制定了《水规》，规定村民的污

水必须往自家院里流，勿使流到街道上来污染环

境。据说五百多年来，于家村制定了“村规”一百余

项、立石碑两百多座，现今收藏在“石头村博物馆”

里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博物馆的众多石碑中，我特别注重的是

三面：第一面石碑，是制定于清康熙三年（1664

年）的《禁山林碑》。原来，在于家村南面的南山

上，有一片广阔的黄栌树林，每逢秋风起，这儿

便是“漫山红叶红满天”。为了保护这片美丽的

自然风景，更为了保护这一大片天然的水源涵

养林，三百五十多年前，于家村的村民们就在南

山脚下竖立了这块《禁山林碑》。碑文明确宣示：

南山上禁止砍伐树木、禁止放牧牛羊、禁止燃点

山火。违反者，毁一罚十。纵火者，经长老议决，

赶出村子。而村民们也人人自觉遵守这些禁约，

自觉爱护这南山上的一草一木，因此，数百年

来，这南山上便从未发生过一宗山火事故，而石

头村的村民们，便得以岁岁平安地、诗意地“栖

居”在那漫山的红叶之中。

  第二面石碑，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所立的《柳池禁约碑》。原来，乾隆年间，随着于

家村人口的增多，原来的蓄水池不够用了，为取

水而引起的邻里纷争、村民诉讼甚至乡村械斗

时有发生。为了平息纠纷，共度时艰，于家村便

在村中最大的蓄水池———“柳池”的池畔竖起了

一座《柳池禁约碑》，碑文规定：“每年挖池，按

门出工，除独夫、孤子、寡妇、病家外，有失误

者，一工罚五十钱。”为防止“门多人众，取水不

公”，又作出约定：从今以后，“每家吃水许一瓮，

取冰许两担。有多积者，一瓮水罚钱五十，一担

冰罚钱二十，一切罚钱，池中公用”。这《柳池禁

约碑》既立约公平，又照顾了困难群体，既体现

了乡村世代相传的自然法理，又恢复了社会里

的秩序和谐。

  而第三面石碑，则是清朝后期一面“禁赌”

的《整饬村规碑》。原来，19世纪末年，西方侵略

势力纷纷在石家庄和井陉县修筑铁路，设厂、开

矿，一些奸民亦乘机而开烟设赌，令社会风气一

时变得大坏。当时，河北各县都制定了许多“禁

赌”的“村规民约”，但于家村的却显得别具特

色：它并不像各地村规那样，单纯依靠官方“王

法”的暴力去禁赌 ，而是依靠祖宗于谦的遗

训———“清清白白地做人”的教化，及依靠传统

文艺的力量，去遏制赌风对纯朴民风的侵蚀。该

面碑文载明：“发现有人赌博者，要罚花钱请戏

班唱三天三夜的大戏。”唱的戏文，都是些忠、

孝、节、义等传统曲目。“如有因赌博欠债而偷

盗公私财产者”，则由长老议决，“驱逐出村”，

永世不得复归本宗。

  曾有村民沉迷于赌博屡教不改，全村的村

民便把他驱逐出村。所以，五百多年以来，石头

村的民风，便一直如太行山的山风一样——— 刚

毅凛冽，而又清凉清新。

  （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

（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于家村的“村规民约”

史海钩沉

军功爵制：中国法制史不能忽略的一个内容

法学洞见

□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初识《控辩平等论》的作者冀祥德教授，应

当是1998年8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

会在山东召开的题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一

周年研讨会”。作为律师界的唯一代表，他语出

惊人地“抛出”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辩

护三难说（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其敏

锐的视角和犀利的见解，充分展现出一位学者

型律师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11月，在我组织召开的“刑事辩护与

司法公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又提出了“刑

事辩护木桶说”，认为刑事法治是社会法治“木

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而刑事辩护则是刑事法

治“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其后，至少是在每

年一度的诉讼法年会的交流中，经常听到他独

具匠心又切中司法现实的精彩发言，如“公、检、

法、律车轮说”“刑事辩护准入制度说”等。他追

求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法治建设与社会进步的

学术立场和勤奋、刻苦、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坦

诚、友善、表里如一的为人处世，让我们逐渐熟

悉起来，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我国即将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争论正酣之

际，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一部既放眼于世界法治

发展、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刑事诉讼法学

力作———《控辩平等论》。通读该专著，我认为，

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突出学术贡献和理论及

应用价值：

  第一，该选题切中了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

革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键，既具有理论上的

前沿性，又有实践上的应用性。控辩平等是世

界人权研究和刑事法治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课题。两大法系尽管对控辩平等有着不同的

诠释和制度构建，但是，几乎所有的法治发达

国家都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控辩

平等的基本内容。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

讼法，虽然在人权保护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

步，但是，距离本义上的控辩平等尚有较大的

差距。

  在不少人看来，“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

低头认罪”，怎么能说控辩平等呢？刑事诉讼法

再修改的时间之所以一拖再拖，个中缘由主要

就是控辩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配置。怎样认识控

辩平等？控辩应否平等？中国的控辩双方如何

平等？这些问题都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解

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控辩平等论》专著

的出版，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迫形势之下的“雪

中送炭”。

  第二，该研究成果作为国内外研究控辩平

等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填补了世界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不仅突破了诉讼法学

界控辩平等主要是“平等武装”传统学说，提出

了“平等保护”和“平等合作”的新的学说，对于

控辩平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而且提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世界

刑事诉讼发展中关于控辩平等的内涵已经有了

崭新的内容”，“平等武装、平等保护、平等对抗、

平等合作之间，相辅相成，共生共长，密切联系，

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控辩平等理论的现代内

涵——— 以消解国家和个人的纠纷为总目标，以

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为基本目的，控辩双方在

平等武装与平等保护的前提下，在平等的对抗

与合作之中，和谐发展”，“控辩平等从内在的

权力 (利)配置原则上要求，应当具备平等武装

和平等保护，其中，平等武装所追求的是一种

实质的平等，平等保护所追求的是一种形式的

平等；控辩平等从外在的权力 (利)行使目的上

规范，应当包含平等对抗和平等合作，其中平

等对抗是手段和现象，平等合作是目标和本

质”，通过新的系统论证，丰富和发展控辩平等

的理论学说，对于指导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和

司法权的合理配置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推

动作用。

  第三，该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一方面，面对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在犯罪率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提高国家控

制犯罪的能力；另一方面，199 6年刑事诉讼法

修改后，刑事辩护率与辩护质量降低的现实，

使得辩护权扩张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走出

这些困境是每一个司法改革者所不得不面临

的现实问题，而现有的一些改革措施往往顾

此失彼。该研究成果提出的中国控辩平等制

度的构建为上述问题的解决给出了一个令人

信服的答案。避免了学者学术研究的“自娱自

乐”，该研究成果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

改革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同时，该研究成果没有

采取“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而是提出并系统论

证了构建中国控辩平等制度的刑事司法改革设

想及相关配套制度研究。在对中国文化背景、司

法情状与诉讼制度等审慎考察之后，既从应然

的视野系统地阐论了中国建立控辩平等制度

具有之该当性，又从实然的视域理性地解读

了 在 中 国 目 前 之 司 法 体 制 下 尚 存 之 障 碍 性

因素。

  该研究成果对于提出的中国控辩平等制

度的构建，当须实现中国公众之契约观念及

刑事价值理念，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辩护

权之模式，被告人、被害人之刑事诉讼地位，证

据开示、沉默权等刑事诉讼制度等观念、权力

( 利 )、制度的多维改造，进行了缜密而又系统

的论证，并论述了诉权理论在中国刑事诉讼

中之成功导入对于构建控辩平等制度的重要

意义。

  我认为，该专著作为首次提出构建我国控

辩平等制度的专题研究，直接切中了我国目前

刑事司法改革之要害，必将会对我国刑事司法

制度的变革和刑事诉讼理念的转变，带来突破

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价值。

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
《《控控辩辩平平等等论论》》评评介介

书林臧否


